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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了高中生抑郁、手机成瘾与执行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抑郁与手机成瘾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抑郁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容易陷入手机成瘾的困境。同时，执行功能作为中介变量，

与抑郁和手机成瘾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良好的执行功能能够有效降低抑郁程度和手机成瘾风险。进一

步分析显示，抑郁对手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但执行功能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不容忽视，构成了部

分中介模型。这一发现揭示了执行功能在调节高中生抑郁与手机成瘾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制定有效的

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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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martphone addic-
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depression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meaning that students with higher levels of depres-
sion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addicted to smartphones. Meanwhile, executive function served as 
a mediator variable, showing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both depression and smart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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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ction, indicating that good executive func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depression levels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risks.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pre-
dictive effect on smartphone addiction, bu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xecutive function cannot be ig-
nored, forming a partial mediation model. This finding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executive func-
tion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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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手机已经取代了电脑，成为青少年上网的首选媒介，手机使用对个体

发展的影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Kong et al., 2020)。根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CNNIC)，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6%，其中 10 岁以下网民和 10~19 岁网

民占比分别为 3.8%和 13.9%，青少年网民数量近 2 亿(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3)。手机的普及和频繁

使用一方面极大地方便了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手机游戏、短视频应用

和社交软件的不断更新迭代，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智能手机成瘾。智能手机成瘾是具有挑战性的公

共卫生问题(Bhanderi et al., 2021)，其已经成为当下青少年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

(Chang et al., 2019)，是一种继网络成瘾之后新的行为成瘾现象，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

题(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进入高中阶段的青少年抽象思维发展迅速，他们开始逐渐地审视和评价自我，生理方面的巨大变化

使他们内心敏感不安，矛盾和逆反心理的相互作用很容易使他们陷入抑郁，焦躁不安的状态(陈会昌，2004)。
在这样的情境下，智能手机作为一种便捷的信息获取和社交工具，往往成为青少年寻求刺激、逃避现实、

满足自我价值的重要手段(金盛华等，2017；李博冉等，2022；骆帼婷等，2022)。随着对智能手机成瘾研

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不仅对使用行为特征进行研究，还探讨诸多因素与其之间的关系，其中抑郁已经

引起了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Bian & Leung, 2015; Elhai et al., 2018; Enez Darcin et al., 2016)。 
目前，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健康问题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联性，而聚焦于关联因素上的

研究还比较少，尚不清楚抑郁与手机成瘾之间的潜在作用，前人研究集中于自尊、无聊和沉思、主观幸

福感等作为介导因素(Pichardo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20; Xiao & Huang, 202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

有诸多研究探讨了多种心理变量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但执行功能作为认知控制的核心成分，在抑郁与手

机成瘾之间的潜在作用中可能扮演着重要角色。执行功能是个体在实施目的行为过程中以动态、灵活的

方式协调多个认知子系统活动的复杂认知过程(Funahashi, 2001)。在大脑神经层面，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

的脑区存在重叠(刘芳等，2022)，其作为可能的介导因素，在以往研究中较少被探讨，因此，考察抑郁与

手机成瘾之间的关联因素对探索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内部机制、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心理社会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采用横向设计，通过问卷法调查青少年抑郁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联，探究执行功能在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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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机成瘾之间的潜在作用，为预防和干预手机成瘾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为维护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提供有益启示。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高中生，在新疆库尔勒市华山中学及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过以班级为单位的整群

抽样，以纸笔调查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问卷调查，共获得 1045 份问卷数据，剔除规律作答或明

显不认真作答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 966 份，有效率为 92.44%。其中男生 497 名(51.4%)，女生 469 名

(48.6%)。年龄范围 15~18 岁，平均年龄 15.96 ± 0.49 岁，具体可见表 1。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tabl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 (N = 966) 
表 1. 高中生手机成瘾问卷调查的样本分布表(N = 966) 

人口学特征 类型 人数 占比(%) 

年龄 
16 岁以下(≤16) 877 90.8 

16 岁以上(>16) 89 9.2 

性别 
男 497 51.4 

女 469 48.6 

生源地 

城市 427 44.2 

乡镇 297 30.7 

农村 242 25.1 

2.2. 研究工具 

采用黄春晖等人(2014)编制的青少年执行功能量表。该量表可用来评估青少年的执行功能水平。共 21
个项目，由认知灵活性(7、8、9、10、11、12、13、14)、工作记忆(15、16、17、18、19、20、21)、抑制

控制(1、2、3、4、5、6)共 3 个维度构成，采用三点计分法，1 表示“没有”，2 表示“有时”，3 表示

“经常”，得分越高表明执行功能水平越低，为方便分析由于本研究着重于考察高中生的执行功能，所

以采用符合此年龄阶段且有针对性的问卷作为测量工具。该量表的信效度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已得到多

次验证，苏芮莹等人(2022)以高中到大学阶段的青少年为样本的结果显示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4。此问

卷在本次研究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98。 
采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 Radloff 在 1977 年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

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该量表共设 20 题，涉及到抑郁情绪(如很多我日常不在乎的事

会困扰我)、积极情绪(如我很好，跟别人一样)、躯体症状(如：我胃口不好)、人际沟通(如：我觉得人们

对我不太友好)，部分题目反向计分。CES-D 量表在计分时选择 1~4 分四点计分法，高分值对应高频率，

最终得分越高说明抑郁情绪产生的程度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3，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且广

泛应用于我国(范永红等，2024)。此问卷在本次研究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22。 
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SAS)，由 Kwon 等人(2013)基于网络成瘾的诊断

标准，编制了智能手机依赖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SAS)，共有 48 个项目，包括日常干扰、积

极期待、戒断症状、网络亲密、过度使用和耐受性六个因子，采用 6 级评分，分数越高手机成瘾倾向越

严重，总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67。中文版由项明强等人(2019)翻译并修订，包含 33 个条目，采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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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评分方式计分，从 1 分到 6 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量表总分越高代表手机依赖程

度越深；以简版 32 分作为智能手机成瘾的临界值(Lopez-Fernandez, 2017)。该量表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智

能手机成瘾量表(Olson et al., 2022)。此问卷在本次研究中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52。 

2.3. 统计方法 

研究采用 SPSS 27.0 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查抑郁、手机成瘾、执行功能之间的

相关性；使用 Hayes 和 Scharkow (2013)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建模及 Bootstrap 法检验执行功能在抑

郁与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使用 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差偏差检验 

对被试进行匿名调查，避免问卷在填写时产生的不必要偏差。利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本次调查收集

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本研究收集的数据最高单因子变异解释率 24.47%，< 40%，表明本研究中不

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N = 966)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N = 966) 

 极小值 极大值 M SD 

抑郁 1 58 19.56 10.099 

执行功能 25 62 49.66 7.069 

手机成瘾 35 193 110.62 30.527 

 
从表 2 可知：抑郁方面，通常使用 16 分作为分界点，但研究者也曾使用不同的分界点，如使用 17

分作为可能存在抑郁，23 分为很可能存在抑郁；或使用 28 分作为更严重患者的划界，本样本的抑郁总平

均分为 19.56，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执行功能方面，为便于解释分析前将所有条目进行反向处理，得分越

高表示执行功能情况越好，本样本的总体均分为 49.66。手机成瘾方面，样本总平均分为 110.62，依据

SAS-SV 量表中文版提供的截断值 32 分(项明强等，2019)，52.48%的高中生存在智能手机成瘾，整体处

于较高水平。 

3.3. 高中生抑郁、手机成瘾、执行功能的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epressi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3. 高中生抑郁、手机成瘾、执行功能的相关分析 

 抑郁 执行功能 手机成瘾 

抑郁 1   

执行功能 −0.494** 1  

手机成瘾 0.291** −0.469** 1 

注：**p ≤ 0.01。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3)，抑郁与手机成瘾得分呈显著正相关，抑郁的水平越高，手机成瘾的程度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1771


赛紫璇 
 

 

DOI: 10.12677/ap.2024.1411771 110 心理学进展 
 

越高。执行功能与抑郁、手机成瘾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执行功能水平越高，抑郁的程度就越低，手机成

瘾的程度也越低。 

3.4. 执行功能对抑郁与手机成瘾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探究高中生抑郁、执行功能和手机成瘾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后，在各变量相关的

基础上，把手机成瘾作为因变量，抑郁作为自变量，执行功能作为中介变量。使用 SPSS 插件 PROCESS
宏程序(Hayes & Scharkow, 2013)的 Model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抑郁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以及执行功

能在抑郁对手机成瘾上的中介效应。 
 

Table 4. Influence path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model 
表 4. 中介模型的影响路径分析 

回归方程(N = 966) 拟合指标 系统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执行功能 抑郁 0.494 0.244 310.495*** −0.494 −17.621*** 

手机成瘾 
抑郁 

0.474 0.225 139.376*** 
0.079 2.423* 

执行功能 −0.430 −13.170*** 

注：*p ≤ 0.05，***p ≤ 0.001。 
 

表 4 显示，抑郁对执行功能(β = −0.494, p < 0.001)和手机成瘾(β = 0.079, p < 0.05)的预测作用显著，执

行功能对手机成瘾(β = −0.430, p < 0.001)的预测作用显著，表明执行功能在抑郁和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

用。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diagram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depression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图 1. 执行功能在抑郁对手机成瘾的中介模型图 

 
图 1 显示了执行功能在抑郁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抑郁对手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该

模型属于部分中介模型。 
 

Table 5. The path and effect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表 5. 抑郁与手机成瘾关系的路径及效应分析 

 影响路径 效应值 效应比例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抑郁→手机成瘾 0.079* 27.16% 0.0155 0.0151 

执行功能的中介作用 抑郁→执行功能→手机成瘾 0.212*** 72.84% 0.1710 0.2558 

 
根据温忠麟等人(2022)提出的新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流程，建立以抑郁为自变量、手机成瘾为因变量、

执行功能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参照 Hayes 和 Scharkow (2013)提出的 Bootstrap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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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根据 5000 次的运算结果得出其 95%的置信区间，当中介检验出来的结果

不包含 0 时，说明中介效应显著。结果如表 5 所示，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中，从高中生手机成瘾现状的数据分析结果，从总体来看，高中生手机成瘾平均分为 110.62
分，检出率为 52.49%。此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相比有增长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智能手机的性能日益强大，功能愈加丰富，且价格逐渐亲民，使得手机在高中生群体中的普及率大幅提

高。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获取信息、娱乐和社交，从而增加了手机使用的频率和时间。 
本研究表明抑郁与手机成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抑郁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容易陷入手机成

瘾的困境。根据 I-PACE (An Interaction of 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model)模型，网络成瘾是由个

体特征、情绪、认知、执行功能以及网络环境等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Brand et al., 2016)。个体可

能会因为内部或外部刺激而产生负面的情绪反应，如压力、抑郁、焦虑等；这些情绪反应可能会导致个

体寻求通过使用特定网络应用或网站来调节情绪的冲动(Hallauer et al., 2021; Rozgonjuk & Elhai, 2021; 
Wang et al., 2020)。手机成瘾会降低青少年学生的活力并增加抑郁症状(Pereira et al., 2020)，一项为期 3 年

的纵向研究表明，手机成瘾在青少年中占比最高且 8 年级手机成瘾是 10 年级抑郁症的显著预测因子(Jun, 
2016)。高中生面临着繁重的学业压力、升学竞争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等多方面的挑战，手机成为了他们

逃避现实压力、寻求心理慰藉和释放情绪的重要渠道。长时间的手机使用可能逐渐形成习惯，甚至演变

为成瘾。同时，执行功能作为中介变量，与抑郁和手机成瘾均呈显著负相关，即抑郁水平越高，越会影

响到执行功能，执行功能的水平越低；执行功能水平越高，手机成瘾的程度则越低。一项以青少年为被

试的研究指出(Gillespie & Rao, 2022)，抑郁水平最高的参与者，在执行功能的问卷中表现出最差的评分。

周雅(2013)的综述表明，抑郁对于工作记忆、注意分配等执行成分有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不仅是负面影响

的结果变量，也是成瘾行为的有力预测因子(Brand et al., 2016)。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执行功能障碍和智

能手机成瘾是相互关联的(Hadlington, 2015)。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本研究表明，执行功能在抑郁和手机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 0.212 (95% CI: 

0.171~0.256, p < 0.001)，抑郁情绪的加重显著地影响了高中生的执行功能。执行功能，这一涵盖抑制控

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关键认知过程的综合能力，在抑郁情绪的侵扰下出现了明显地下滑。这一

发现强调了情绪状态对高级认知功能的深远影响，进一步揭示了心理健康与认知功能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执行功能的减弱又成为了手机成瘾程度加剧的催化剂。当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下降时，他们可能更难以

抵制手机的诱惑，无法适时地停止使用手机；工作记忆的受损则可能使得他们更容易沉浸在手机的虚拟

世界中，忘记时间的流逝；而认知灵活性的降低则可能让他们在面对手机使用问题时，缺乏灵活应对的

策略，从而陷入更深的成瘾困境。 

5. 结语 

综上所述，这一模型不仅强调了中介变量(执行功能)的重要性，也保留了自变量(抑郁)对因变量(手机

成瘾)的直接效应。这种复杂性提示我们，在制定干预策略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采用多维度的干

预手段。例如，既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提升个体的执行功能，也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减轻抑郁情绪，从

而更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手机成瘾。它提醒我们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抑郁和手机成瘾

等日益严重的心理问题。同时，本研究也为干预这些心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即通过改善执行

功能来间接缓解抑郁情绪和手机成瘾行为。 
本研究局限性在于：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式的问卷调查，可能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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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介作用为部分中介，故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影响手机成瘾可能还存在其他内部机制。未来可进一步通

过开展多中心纵向研究以及神经科学研究等方法深入探索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影响手机成瘾的生理机制，

以充分阐述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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